
［收稿日期］2019 － 02 － 12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西藏民族工作研究”( 项目编号: 18BMZ005)、2019年度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精品课题“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做的五件大事的理论历史脉络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阴海燕( 1983—) ，河北内丘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藏族历史与民族理论政策研究。

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 西藏社会变革的
理论历史逻辑

阴海燕
(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 拉萨 850000)

［关键词］民主改革; 改革开放; 西藏; 逻辑

［摘 要］实行民主改革和推进改革开放，这是现当代西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两次社会变革，

是中国共产党经略西藏地方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西藏地方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

会变迁，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边疆的历史必然，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发展的理论历史逻

辑，是我国民族工作任务变化的理论历史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历史逻辑，是坚持

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历史逻辑。在新的历史时期，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一定会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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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49 年之前的近代中国，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

侵略和奴役，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昔日山

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

难。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

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屹

立于世界东方，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西藏地

方的解放事业并在西藏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

已经成为人民选择和历史发展的必然。1951 年，在
新中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指导下形

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

西藏办法的协议》( 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 ，明确

规定要使西藏在和平解放后“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

受同样的民族平等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事业”［1］43，由此确立了现当代西藏社会发展的历

史的逻辑起点。和平解放后，西藏经历了多次重大

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其中 1959 年的西藏民主改

革和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影响最大，也是人民群

众满意程度最高的两次改革［2］。在西藏进行民主

改革和推进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综合把握西藏历史

与现实、抓住变革时机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

对西藏社会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

西藏地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

基于对国际国内两个社会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

基于对西藏各族人民热切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从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到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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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60 年间西藏在经济社会变革中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巨大变化，西藏工作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有其鲜

明的理论历史逻辑。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理论历史逻辑

矛盾学说是我们党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形成的以

国家治理为中心的特殊的理论体系［3］。矛盾分析

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原则和

方法，是我们党一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方法和

工作方法。矛盾在具体的事务运动过程中有其规律

性，根据具体情况既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区分，

也有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的差异。西藏从民主改革

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由于地处国家边疆地

区的特殊地位，使其社会自身在存在主要矛盾的同

时也始终存在着特殊矛盾，而且这种双重矛盾制约

着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历史地科

学地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是正确

认识西藏社会变迁的关键所在。

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与转换是西藏工作理论历

史逻辑发展的必然。民主改革前，政教合一的封建

农奴制度就像一条“锁链”紧紧锁住劳动人民的手

脚，使人们动弹不得、难以翻身，当时西藏社会的主

要矛盾是民主革命时期农奴主与广大农奴之间的阶

级矛盾，而发展生产和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

求仍然处于一个次要矛盾的位置。然而，随着历史

的演变发展，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悄然间发生了变

化。1959 年 3 月，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公然撕毁

“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党和政府在

平定叛乱的同时不得不提前进行民主改革，一举解

放了百万农奴，打破了西藏社会中广大农奴与农奴

主之间的阶级矛盾。由此，西藏社会的阶级斗争问

题开始弱化，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与祖国内地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是相一致的，即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

的情况下，“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

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

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

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

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802民主改革后，恢复和

发展经济成为当时西藏社会最为迫切的任务，西藏

人民希望解决物质文化生活状况与落后的生产之间

的矛盾升格为社会主要矛盾，而西藏各族人民与以

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则由主要矛

盾转变为特殊矛盾。之所以称其为特殊矛盾，是因

为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逃亡印度后，始终不曾放

弃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并长期从事着分裂祖国的活

动，成为扰动和破坏西藏社会发展稳定的特殊因素，

西藏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集中力量搞好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也正是因为民主改革促成西藏社

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民主改革后的西藏并未急于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坚持“稳定发展”的方针，集

中力量领导群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

活［5］。这一时期，西藏的粮食生产和牲畜数量迅速

增长，实现了连续 6 年的增产增收，这个时期也由此

成为西藏和平解放后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是西藏

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及进程正是在以对社会主

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指导下大规模展开的，它是党的

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

次伟大革命［6］。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

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方针，以邓小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力挽狂澜，拨乱反正，

纠正十年“文革”给我们党在工作和理论上带来的

偏差，此后不久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中对社会主要矛盾重新作了科学的认

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

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

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改

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839—840也就是说，改革开

放新时期的工作重点，决定了改革开放时期西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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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在

改革开放的全部过程中，西藏始终存在着各族人民

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

必须把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重要工作

任务。为了解决西藏社会突出的发展和稳定问题，

这一时期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阶段性的发展和生

产力的总体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新时期”跃

入“新时代”，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精确定位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具有革命性

意义，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发展质量的提升、人

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正确指引［7］。

新时代的西藏工作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把发

展、稳定、生态作为工作中的三件大事，不断走向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社会矛盾的转

换，既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有社会特殊矛盾的

不变。这种“变”与“不变”，体现了西藏社会变革发

展的内在理论历史逻辑。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立足我国的国情和西藏的区情，对西藏工作进行

总结并明确提出: “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同时，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

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西藏存在的社会

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决定了西藏工作的主题必须是

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8］这就要求西藏工

作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认清

在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不

断推进西藏社会的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

三、民族工作任务转变的理论历史逻辑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

解决有赖于社会总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始终站

在社会总问题的高度观察和认识民族问题，并根据

解决社会总问题的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出民族工作的

方针和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工作主

要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

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

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

荣。”［9］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民族工作又

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任务。西藏从民主改革到改

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贯穿着我们党对民族工作

任务的不断思考和认识的提升。

民主改革后党在西藏的民族工作任务发生了根

本性转变。西藏在和平解放和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

和奴役后，面临的最急切的工作就是变革社会生产

关系、彻底解放百万农奴。当时，西藏民族工作面临

着严峻复杂的形势，各族群众仍然处于政教合一的

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之下，藏传佛教及其上

层人士在西藏工作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

当时西藏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团结民族

宗教上层人士，以“稳、宽、长”方针推进社会改革，

为全面实施《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创造条件。对

待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

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包办代替，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及其他一切改

革的根本原则［10］。然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妄想要

“永远不改”，使他们“美妙的政教制度”永远保存下

去，于 1959 年 3 月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民主改革

后，西藏社会的“民族关系在根本上改变了，从民族压

迫时代改变为民族平等时代。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

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已不是要帮助各少数民族从

民族压迫制度下争取解放，而是要帮助他们彻底实现

民族平等，首先要帮助他们提高到新民主主义的水

平，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11］23也就是

说，在西藏民主改革后随着上层反动分子作为一个阶

级被消灭，影响西藏民族自身发展的主要障碍被扫

除，西藏社会存在的民族问题不再是阶级问题而是人

民内部矛盾范畴的关系问题。尽管如此，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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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错误地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将

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做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来处

理，给西藏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2］。

改革开放纠正偏离并深化了党对西藏民族工作

任务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明确

提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

面实现民族发展的思想，并提出实现民族工作中心

任务的途径是改革开放，方式是国家帮助与自力更

生相结合［13］。新时期党对民族工作的任务被重新

界定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即: “高举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新时期的总路线

总任务，坚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巩

固祖国统一，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充分

调动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把我国

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在实现现代

化的过程中，要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和

文化建设，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

人才，逐步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等，使各少数民

族能够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14］由于西藏

社会特殊的发展进程，在探索发展西藏经济路子、拨

乱反正、落实政策、推进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中，遇

到了一些曲折，特别是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拉萨

在 1987 年至 1989 年连续出现了多起大规模的骚乱

事件，严重影响了西藏的发展和稳定。1989 年 10

月，党中央讨论西藏工作形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澄清了思想，统一了认

识，为西藏反分裂斗争和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成为

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奠定了西藏自改革开放

以来由艰难探索走向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15］。为

了解决好西藏的发展和稳定问题，党中央先后召开

了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最终形成了“一个中

心、两件大事、四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方针，现

阶段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发展和维护稳

定，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特别是党的

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

治论断，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解决现阶段中国社会总问题的科学纲领，为突

出地解决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迎来了新

时机，西藏民族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西藏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作任务

的转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

问题的一部分来解决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具体民族问题相结合，

坚持和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体系，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过程。西藏民

族工作任务的界定，是根据西藏历史发展和民族关

系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对西藏社会主要矛盾和特

殊矛盾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民族工作任务的转变是

中国共产党根据西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慎重稳

进地创造性开展工作的结果。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历史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思

想的理论继承，是国家发展与以人为本相统一的价

值体现，从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价值实现两个维度

为社会主义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16］。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

主体力量。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更是

鲜明地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

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

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17］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从唯

物史观的角度将宏观层面的社会治理与微观层面的

个人发展结合起来，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人的本质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本哲学论断，丰富了

真正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指明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

方向就是将社会总生产力的增长与人民获得感的提

升统一起来［18］。西藏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

的社会历史变迁，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利益至

上和国家治理变革相结合的典范，是社会主义本质

特征的集中体现。

民主改革是西藏各族人民获得基本人权的伟大

革命。西藏民族的解放，根本上是占西藏大多数人

口的百万农奴的解放。考虑西藏的人权，必须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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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点和落脚点放在维护广大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认清西藏人权问题的本质。

1959 年前的旧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黑暗落后

程度过犹而无不及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农奴主们不足总人口的 5%却

占据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社会几

乎全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占人口 95%以上

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挣扎在极

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

1959 年 3 月 10 日，达赖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他

们的这种行径顾全封建农奴主的个人私利而牺牲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的

坚决反对。也正是有着西藏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

强烈反对和对平叛改革的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在

很短的时间里就一举平息了叛乱。要讲人权，可以

说西藏的民主改革冲破了资产阶级等一切剥削阶级

“人权”的狭隘的圈子，解决了占西藏总人口绝大多

数的百万农奴的基本人权，是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

实际的人权［19］58。我国政府在 1959 年发表的声明

中指出:“西藏地区企图永久剥夺西藏绝大多数人

民的人权的，正是力图保持西藏黑暗的残酷的野蛮

的农奴制的一小撮西藏叛乱分子。只有在平定了西

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并且进行了民主改革以后，

西藏人民才得到了基本人权和信仰宗教的真正自

由。”［19］59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尊重

西藏各族人民的选择、关心各族群众的人权，西藏民

主改革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为了西藏人民的根本利

益，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政治上，解除

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阶级关系发生根

本变化，广大农奴获得了真正的人身自由，同全国各

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了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一切政治权利; 在经济上，广大农奴和奴隶分得

了土地、牲畜和房屋，彻底摆脱了农奴主的剥削和压

迫，可以自由地创造和享受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极大地发展和维护了西藏各族人民的

人权福祉。改革开放后，为推动西藏的发展进步，党

中央先后召开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

和制定西藏工作方针和政策，从财力、物力、人力等

方面大力支持西藏发展建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

生产力，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西藏发展稳

定，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2018 年，西藏全区生产总值突破 1400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51． 6 倍，西藏经济连续 26 年保持两位数增

长，增速位居全国前列。1978 年以来，中央对西藏

的财政补助累计达 1． 06 万亿元，完成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超过 1． 1 万亿元，相继实施了 43 项、62 项、

117 项等重点建设项目，极大地缓解了发展的瓶颈

制约。从 1985 年起，对部分藏族中小学生实行包

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优先发展教

育，两基目标全面实现，率先实现 15 年免费教育。

对于西藏城乡人民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情况，相关研

究统计显示:“2017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

30 671元和 10 330 元，比 1978 年分别增长 53 倍和

59倍。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显著增加，城乡储蓄存

款余额 880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667 倍。消费结构

发生根本变化，居民消费能力显著增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提高到 523． 3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13． 6

倍、年均增速 15． 2%。卫生与健康事业加快发展，覆

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逐步形成，全民基本医保

体系基本建立，农牧区医疗制度和城镇职工、城镇居

民基本医保制度实现全覆盖。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

体系日益健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各类保险参保人

数达到 343． 21 万人次。”［20］到 2017 年底，已实现

29. 7万人脱贫，5 个县区减贫摘帽，25 个县区达到脱

贫摘帽标准，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7． 9%。全区人口增

长到 337． 15万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68． 2岁。

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理论历史逻辑

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民族问题

上实行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宪

法予以规定的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源头和根基［21］。

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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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是根据中国统

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得出的正确的理论政

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力图通过民族区域自

治使边疆地区的政治架构制度化，在中央政府的集

中统一领导下各地依据不同情况行使民族自治权

利，走上各民族友爱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

区域自治地方必须遵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以少

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这是总原则和大前提，不可有

任何的动摇［22］。在这个总原则和大前提之下，按照

本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

愿，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实行民主改革是西藏走向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

必然。1951 年，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是为了让西藏

“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

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事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

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11］19，虽然签订

“十七条协议”后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的目的

已经达到，但西藏人民走上民族区域自治的社会主

义道路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十七条协议”规定

“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在

1956 年祖国内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毛

泽东主席指出:“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

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

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

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以实行的时

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

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

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1］196然而，

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想要“永远不改”，并于 1959 年 3

月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这种叛乱所导致的客观结

果，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对民主改革起到了一种催

化剂和“助产婆”的作用，促使革命形势提前到

来［23］。1959 年 3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

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

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到 1961 年 7 月 9 日，

西藏地方原来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并立的局面结

束，经过改组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为全区统

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实体。在国务院和中共西藏工

委的领导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平叛改革和发展

稳定的重要历史时期，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力，贯彻

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在加强

政权建设、发展经济文化、培养民族干部等方面作出

一系列决议和规定，为推进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进

程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65 年 9 月，西藏自

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

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改革开放发展和完善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

策，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在中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无论是汉民族或是

少数民族统治者掌握中央王朝政权，大都实行了民

族压迫政策，西藏人民在历代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

的统治之下，从来不曾享有过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人民不仅在民主改革

中翻身解放，走上了平等团结的民族区域自治道路，

还在国家推进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实践科学发展

观、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等各项战略措施中日益走向

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 “人民

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

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展现出气吞山河的强

大力量!”［6］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西藏社会的改

革和发展，改革开放后先后于 1980 年、1984 年、

1994 年、2001 年、2010 年、2015 年召开六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研究筹划西藏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对西藏

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事实证明，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有利于在中央政府及兄弟民族和省( 市) 的帮

助下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在中央政府主导下

形成的援藏工作机制，从最初满足物资供应、改善群

众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到推动西藏经济发展和保持

社会局势稳定，从纯粹的输血到不断强化造血功能，

援藏工作的体系性、连续性和针对性越来越明显，在

各个时期围绕西藏发展的核心任务，努力满足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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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中心需求，在当代西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起

到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24］。改革开放以来西藏

工作的发展和进步，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调

动各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发展经济社会、传

承民族文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显

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间的交

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昭示着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

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不动摇，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都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扫除了障碍。不同的是，民主改革扫除了西藏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障碍，推翻了黑暗反动

的旧制度，消除了西藏叛乱的根源，把西藏各族人民

从封建农奴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在西藏开创了民

族平等时代。改革开放抓住各族人民贫穷落后的根

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消除贫困，发展和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

功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藏的伟大实践。西

藏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充

分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

一把钥匙，有力地证实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项具

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无比正确性。

六、结语

从民主改革走向改革开放，是西藏地方与伟大

祖国共同见证我国变革、开放、发展和繁荣的壮丽史

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

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

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深厚的文化根基。”［6］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方的历史是中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历史演绎的重要内容，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历史事实决定了现当代中国的

西藏必然要与祖国一起走向民主与繁荣。西藏民主

改革是维护人权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决不是对

“西藏人权的践踏”。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在新的时代必须将改革

开放进行到底。西藏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的

社会变迁，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边疆的历史必然，

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发展的理论历史逻辑，是

我国民族工作任务变化的理论历史逻辑，是以人民

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历史逻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历史逻辑。早在 1949 年元旦献

词时，毛泽东主席就曾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使中

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25］

如今，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西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也已走过 40 个年头，中国共产党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奋斗，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自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正以昂扬

的姿态阔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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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Logic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Democratic Reform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ibet

Yin Hai － yan
(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of TASS，Lhasa，Tibet 850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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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ing democratic reforms and promot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the two most im-

portant social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bet． They are the two major histori-

cal events of the CPC’S governence in the Tibet area． The social changes in Tibet from democratic re-

form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for the CPC to govern the border areas like

Tibet，It is th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logic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con-

tradi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and it is th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logic for the changes in the tasks

of ethnic work in China． It is th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logic that takes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it is th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logic that adheres to and consummates the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ibet and the country

will unite and struggle to create a better life，and will surely enter a new era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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